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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传佛教世界存有马来世界七到十一世纪的佛逝王朝佛教译本，对今日马来班顿文体的溯源研究或有裨益，值得引介。按班顿（pantun）是远在伊斯兰传入之前即已形成的马来古典诗体之一，历来对它的起源问题碍于文献不足征而未能有所定论，但相关词汇的梵语借词背景却不无暗示其有梵语文明的历史成因。为此，班顿作为以（一）四行诗体、（二）隔行押韵体、（三）“喻体—意体”构造体三方面组成的文体特点，汉传马来佛教文献得以将（一）、（三）特点追溯到公元七世纪末，即班顿的四行诗体、“喻体—意体”构造体或受惠于佛教的四句颂（gatha）及法称因明二支作法的传统。换句话说，从公元七世纪末起到班顿首次以成文形式出现于1371年之间的七百年内，可能是它分别从佛教的颂、因明二支作法以及隔行押韵等元素三合一为现在所见的新兴班顿文体的过程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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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缘起：马来班顿文体的起源与逻辑特征
        本文是要从汉传佛教的文献线索，对马来班顿的文体起源及其逻辑特征，提供一文献证据与解析，既推进马来班顿的研究，也间接促进华、马佛教学术的认识与交流。这里所————

*本文为2019年8月23-25日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等主办“第三届华人宗教学术研讨会”之会议论文。

指的佛教文献，无非就是汉传世界所保存的史上有关扶南、佛逝等被认为是马来区域的佛教译本，特别是五到十一世纪这一段时期的。至于马来班顿文体研究，是指学界对此一文体的发生或起源时限，还有此一文体内部的“喻体”（pembayang）和“意体”（pemaksud）构成的逻辑特点，乃至此二者之间的可能同步联系，仍未能取得理论的突破与进展。从这样的线索出发，本文拟推出的结论是：马来班顿此一“喻体”和“意体”构成极有可能是佛教因明二支作法的文体产物，其时则可以上溯到公元七世纪末，并取得义净（635-713）、释迦称（盛年约650-693）等人著作的证明与支持。
        按马来班顿远在前伊斯兰时代即已形成，有其非伊斯兰教的文明成因，且产生之确凿年代也无法周知。关于这点，马来文献学界知之甚详，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传统伊斯兰类文献都与班顿甚少牵连，如诺丽雅·塔斯琳（Noriah Taslim）在《说书人的班顿》所指出的现实：
        有趣的是，不论是改写本还是翻译本，几乎所有伊斯兰传统的文本都没有任何班顿的内容，例如《西蒂·祖拜依塔诗》（Syair Siti Zubaidah，仅有一首）、《机智鹦鹉传》（Hikayat Bayan Budiman，仅有二首）之类的诗歌类和传奇类爱情小说，一般来说是会有很多班顿的。这种现象可能说明了班顿的几点现实：一、班顿是远在伊斯兰还没有到来马来社会之前，即已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马来原始诗体，从中东传入的文本没有班顿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二、伊斯兰类文本的作者（或译者）都是外来者，对马来传统和文化还不熟悉，所以未能知道班顿或未能将班顿加插、点缀在上述中东文本之中。
        不论是怎么样的原因，班顿看来在比较规范的伊斯兰文本（多半与宣教目的有关）都不是一个很普遍的文体。

按传统马来文献多无作者署名，“说书人”指的是这些文本的抄写者，其中有名有姓的也多为十九世纪或以后的事，所以实指仅知书名而未有作者（含伊斯兰类文本）的传统年代。从诺丽雅·塔斯琳陈述的文献事实来看，班顿是一种地道的马来诗体，远在伊斯兰化之前即已存在，伊斯兰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平行而未有交集的发展文体。
        换句话说，如果人们想从中编辑一部伊斯兰化或伊斯兰类的班顿诗集，收效或许甚微。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多年前曾汇编一部《伊斯兰传统的古代马来诗歌》文集，内收有沙伊尔（syair）、纳赞姆（nazam）、恩堆（endui）等各种诗体作品，但是对于班顿一体却不得不作如下说明：
        一般来说，我们所看到的马来班顿的内容和主题，多半与儿童、情爱、社会生活与行为、谜语、歌颂或接待有关。然而，经过对几部已出版的班顿诗集和在不少村落录制的作品的仔细分析，确实也有一些与宗教信息或课题有关的班顿，尤其是那些教导和训诫类的。但是，这一类的班顿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少（masih lagi sedikit）。

按伊斯兰类的马来文本原本就少有班顿诗体的成分，要从中收集、汇编一部伊斯兰类的班顿诗集，可想而知是一个未能有大收益的构想。这也是说，世人如果要了解班顿，包括本文所说的起源问题和“喻体”、“意体”的构造，是不能从伊斯兰身上寻找原因的。
        与此同时，班顿与其它马来古典诗体的显著差别之一，也就是“喻体”、“意体”的构成存在，也为学者所察觉与指出。按班顿诗体多为四行诗，前二行和后二行各组成“喻体”和“意体”的单元与关系，碧澄（本名黎煜才）在《马来班顿》一书的解说可资参考：
        班顿……每一节都分为两部分，前半部称为“暗示”或“小引”（sampiran, pembayang maksud或pembayang rangkap），后半部才是真正要表示的意思（maksud, erti, makna）。以下我们总称前半部为“喻”，后半部为“意”。

        “喻”部分通常都是描述自然景物、史事或日常生活见闻等，所用句子是比喻式的，无非借以引出后半部所要吐露的内心所要说的话。其功用不但作为后半部“意”的一种暗示，且衬托出音韵的协调。马来文权威卫金申曾指出：“第一、二行表现出含蓄的诗般的思想；第三、四行的思想和前两行相同，但其美却表现无遗。”

据上引，班顿前后两个单元的意思被认为是相同的，只是分别来自两个不同领域，前者是“自然景物、史事或日常生活见闻等”，后者才是“内心所要说的话”——因为是不同领域，所以二者的关系是以此喻彼的“比喻”、“类比”的推同原理；也由于真正的意思是在后一单元，所以“喻体”只能指前者，后者顺理成章变成了“意体”。班顿的以上特点，甚至被不少学者认为是班顿的特点，舍此一特点则不成其为班顿。
        问题在于，上述特点可能还是一个形成中的现象，远不具有压倒性的普遍特征，学者对它与班顿的诗体联系还有不同看法。关于这点，哈伦·玛·匹雅（Harun Mat Piah）在《传统马来诗歌：诗体与功能的讨论》一书曾归纳出“喻体”、“意体”的如下三种联系看法：
1、 认为二者之间没有联系，重要主张人有：Van Ophuijsen 和 Abdullah Munshi；
2、 认为二者有联系，主要有：Pijnappel和Za’ba；
3、 认为有些班顿有联系、有些则没有，如：R. O. Winstedt和Mohd. Taib Osman；

而他为此对一千首班顿做出了具体分析，发现以上第三观点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对上述一千首班顿的调查，结果可以被归纳为三大类：

1、 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的班顿

2、 二者有联系但不如上述第一类那么显著

3、 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而以上一千首班顿的分析发现：

1、 第一类占25%

2、 第二类占30%
3、 第三类占45%  

按以上数据，有高达45%的班顿并不存在上述所谓的“喻体”、“意体”结构，这个比例甚至还可以包括结构并不如此显著的30%在内而上达到75%，可见说它有或没有此一特点都是同时可以获得支持或反对的主张。从本文的发展角度来说，这一数据毋宁说明了班顿的“喻体”、“意体”结构是还在形成中的特点，第一类已经是事实（所以是特点），第二类在形成中（也有成为特点的潜能），第三类则可能是其原始关系。

        换句话说，以上两大论述为我们指出了班顿研究有待进一步的两大课题：一、如果“班顿是远在伊斯兰还没有到来马来社会之前，即已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马来原始诗体”，那么它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什么时期？二、班顿诗体是怎样形成“喻体”、“意体”的两大单元与其语意联系的，其背景或原因可能是什么？很明显的，对这些课题的探讨，必须抛开伊斯兰的背景，应为它已被公认与班顿传统无涉，而必须追溯到伊斯兰文明之前的马来文化与历史条件。
起源问题：班顿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作为史上受印度文化与传统影响较深且远的区域，马来文明长期属口传时代，成文历史形成较晚，对任何发生学课题的探讨都是一大不利因素。七世纪以降的马来语文献主要是为数不多的金石类碑铭，马来语的成文文本要迟至十四世纪才逐渐出现，但也要到十九世纪才普遍起来。按马来（语）成文史的最初三百年情形，班顿和伊斯兰类文本无涉的关系再一次得到文献史的证实：
表一：14-16世纪马来语文本的班顿内容
	文本年代
	文本名称
	载有班顿与否

	1303
	Batu Bersurat Terengganu
	X

	1371
	Hikayat Bayan Budiman
	√

	˂ 1380
	Hikayat Amir Hamzah
	X

	̴ 1380
	Hikayat Muhammad Hanafiyyah
	X

	̴ 1390
	Hikayat Raja Pasai
	√

	̴ 1450
	Undang-Undang Melaka
	√

	̴ 1525 
	Hikayat Pandawa Lima
	√

	15??
	Hikayat Seri Rama
	X

	˂ 1600
	Hikayat Inderaputera
	√

	15??
	Qasidah al-Burdah
	X

	˂ 1600
	Hikayat Iskandar Zulkarnain
	X

	̴ 1580
	Asrar al-`Arifin
	X

	̴ 1580
	Muntahi
	X

	̴ 1580
	Sharab al-`Ashikin
	X

	̴ 1590
	`Aqa’id al-Nasafi
	X

	̴ 1590
	Syair Hamzah Fansuri
	X


         来源：整理自Malay Concordance Project, http://mcp.anu.edu.au/, 2019年6月30日阅。

综上表，载有班顿的马来语文本（打√者）主要出自（一）印度相关文本如Hikayat Bayan Budiman、Hikayat Pandawa Lima、Hikayat Inderaputera和（二）王朝纪事、法律相关文本如Hikayat Raja Pasai、Undang-Undang Melaka，余下未载有班顿的文本可说清一色皆来自伊斯兰类文献，由此可知。换句话说，目前马来班顿最早的文本证据是出自1371年的印度相关文本的《机智鹦鹉传》，意即班顿的起源应该在这之前，伊斯兰远未普遍甚至传入的年代。
        尽管公元七到十五世纪的马来语金石类文献已为人所汇编，
 但一来数量仅为有限的五十余件，二来所提信息与本文所拟探讨的以上两大课题未有直接助益，故我们不得另择他途。实际上，所谓的马来文献，应该还包括不少已被当时的人译成其他语种保存至今的非马来语文本，此中尤以来自五到十一世纪的“汉传佛教”典藏最有价值（十一世纪起藏传佛教另有典藏，唯为时较汉传为晚，未合本文溯源目的）。按汉传大藏经藏有马来相关文本，计约如下：
1、 扶南文献：约六世纪亡国的扶南被马来人认为是马来古国，大正藏今尚存扶南高僧僧伽婆罗（Sanghapala，506–518 CE）、曼陀罗（Mandrasena，与前者同时代）、真谛（Paramārtha，499-569 CE）等人的传记、译经与论典；

2、 佛逝文献：从七世纪的南寓僧义净到国师释迦称，一直到十、十一世纪之交的法称（Dharmakirti，盛年约973-1025）等传记、论典，今大正藏亦仍可检阅其人、其书；
尽管如此，上述扶南文献可暂勿论，因为按本文认知班顿的“喻体”、“意体”构造成因不可能早于公元七世纪。从印度相关背景来看，班顿的“喻体”、“意体”实乃类比推理的表现，即从“自然景物、史事或日常生活见闻等”领域类推到另一具有共同构造或特点的“内心所要说的话”的领域去。不同的是在印度类比推理史或时人更为熟知的说法是因明史上，上述经由“喻体”、“意体”两个单元而成的类比推理称作因明“二支作法”，与印度古来的因明五支作法及中古时期由陈那（Dignāga，约480-540）改革而作的因明三支作法大不同。印度因明二支作法的作者，即是陈那的再传弟子另一因明大师法称（Dharmakirti，约600 -680），他的同时代人义净首次在691年成书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才正式引进、介绍给室利佛逝（Srivijaya）社会：
瑜伽毕学，体穷无著之八支；一、《二十唯识论》；二、《三十唯识论》；三、《摄大乘论》；四、《对法论》；五、《辩中边论》；六、《缘起论》；七、《大庄严论》；八、《成业论》。此中虽有世亲所造，然而功归无著也。因明著功。镜彻陈那之八论。一、《观三世论》；二、《观总相论》；三、《观境论》；四、《因门论》；五、《似因门论》；六、《理门论》；七、《取事施设论》；八《集量论也》。

按无著八支、陈那八论指的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俗称大乘有宗）的重要人物代表及其著作，包括因明作品，法称则是“重显因明”即发扬光大因明学问的后续者：
斯乃远则龙猛、提婆、马鸣之类，中则世亲、无著、僧贤、清辩之徒，近则陈那、护法、法称、戒贤及师子月、安慧、德慧、慧护、德光、胜光之辈。斯等大师无不具前内外众德，各并少欲知足，诚无与比。俗流外道之内，实此类而难得。广如《西方十德传》中具述。法称则重显因明，德光乃再弘律藏，德慧乃定门澄想，慧护则广辩正邪。

据此，义净已经把他在印度游学所知的同时代学界人物引进佛逝社会，表示当地学界对法称因明二支作法的认识与讲习，不能早于此。换句话说，汉传大藏经所藏文献，由于因明二支作法是七世纪法称首次提出来的说法，其中有助本文追溯班顿的起源问题者，当属佛逝文献，而非扶南文献。
        按汉传佛逝文献为七世纪至十一世纪初的文献，其人可从佛逝高僧释迦称的《手杖论》（义净711年译出）到法称的《金刚针论》（法天973或981年译出）、《大乘集菩萨学论》（法护1004-1058年间译出）等著作，均为马来佛教文本的汉译本。
 从溯源的角度来说，释迦称《手杖论》一论有三首四句颂（即gatha），分别如下：
设于平坦道，有步步颠蹶；
为此等愚蒙，谈兹手杖论。
佛出难遭故，信教亦难逢；

生因既易得，脱理相不同。
器界无增数，容成有减时；

生死既无初，此应成大迮。

按以上三首可分二组，前二首的前后两句均有语义同构关系，后一首或不然（以后一句实义难解故）：（一）前一首前两句是以大道的“平坦”对“颠蹶”，来类推后两句文本的“愚蒙”对“手杖论”（寓意“开悟”）；（二）次一首的前两句以史实的遇佛、信教皆有其时，来对教理的生因、脱理各有其途。我们如果进一步将这两首颂译成班顿体，则可得出如下诗作：
表二：《手杖论》首二颂的班顿体直译
	原中文颂文
	班顿体直译

	设於平坦道　　有步步颠蹶
为此等愚蒙　　谈茲手杖论
	Andaikan jalan nan melurus,

Ada juga berumbang-ambing;

Si Pandir saya menjurus,

Hastadanda Sastra sebagai pembimbing.

	佛出难遭故　　信教亦难逢

生因既易得　　脫理相不同
	Bertemu Buddha tidak semudah,

Menganut agama ada masanya;

Beroleh sengsara mendapat gundah,

Menuju perlepasan lain caranya.


试和以下1371年首见于《机智鹦鹉传》的马来班顿（仅二首）相对照：

Buah berangan merosak padi,  栗子损坏了稻田
    Daun padi memali batang;  稻叶长高刺树枝
Tuan jangan berosak hati,  先生别坏了心田
    Bangat juga tuan laki-laki datang. 您的主人就到此
Jika liat paku di batang,  如果树上粘土钉
    Kilang diharu dalam tempayan;  榨机如在瓮中搅
Jika lambat tuanku laki-laki datang,  如果主公晚来临
    Hilanglah tahu nujumnya bayan.  鹦鹉预卜就失效  

撇开二者之间的文艺性差别不说（释迦称班顿乃直译体），彼此作为由“喻体”、“意体”组成的四行诗并未有根本差别：上一首班顿前两句以自然界的“一物克一物”来类推后两句的人事界，下一首前两句则是自然界的“前件不对，后件即非”来类推同样的人事界——由此看来，释迦称的四句“颂”或gatha和后世的四行班顿体的亲缘性，应该是可以持立的说法。这也是说，如果我们把马来班顿的起源上溯到七世纪释迦称《手杖论》一书的“颂”，从四句或四行诗、“喻体”、“意体”的构成等共同点来看，将班顿看成是“颂”的启发或“颂”的后来发展结果，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证伪”命题（a falsifiable hypothesis）。
逻辑问题：班顿的“喻体”、“意体”构造的形成原因
        承上所述，目前最早的班顿见载于1371年的《机智鹦鹉传》，我们对此前的班顿相关细节可说是缺乏文本证据而无法周知。话虽如此，对于班顿这个文体的意义与作用，后世的马来社会还是有所传承和反映。哈伦·玛·匹雅在上一书《传统马来诗歌：诗体与功能的讨论》曾经如此总结班顿的语用含义：
        确实在其他的用法上，班顿的含义是更接近umpama、seperti或laksana的词义，也就是经常和格言（pepatah）关联在一起使用的词汇。

据此，班顿是以“umpama、seperti或laksana”的形式来传达劝善、警言相关的格言作用，而这三个词“比喻、相似、如同”（均为梵语借词）指的都是类比、推同的手法，可见今天班顿结构的“喻体”、“意体”说法不是没有来由的。换句话说，1371年前的班顿文本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关于它的含义、表达手法、功用等认识在后世还是有所传承和反映，为我们的溯源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按上引，班顿的“umpama、seperti或laksana”手法均为梵语借词表示它源自梵语文明，它的“喻体”、“意体”构造也进一步说明这些“比喻、相似、如同”是透过两个环节或单元来完成的。如上所述，这种两个环节或单元的类比、推同推理如果和梵语文明有联系，也只能毫无例外的归因于二支因明的作者法称其人：
        从因明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陈那对古因明理论进行改革的同时，也把它的五支论式减为宗、因、喻三支，这三支是缺一不可的……。这个论式发展到法称就变成了宗、因二支，而不讲喻支。

所谓的“宗”，简单地说是“论题”，“因”是“理由”，“喻”是“例证”，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下：
宗：此山有火
因：因为它有烟
喻：像一间厨房（同喻），但不像一座湖（异喻）。
说法称不讲喻支，是说他把喻（例证）并入到因（理由）去，变成下列：
宗：此山有火

因：因为它有烟像厨房，但不像湖（没有烟）。
问题在于：这种由“宗”（未知）到“因”（已知的同类现象）来推知结论的例子，属于法称所说的“为自比量”即自己进行推理的模式，和“为他比量”也就是协助别人进行推理的模式不同。后者按吕澂（1896-1989）的介说是：
        到了法称，便坚决主张合因喻为一体，不必再沿用“喻”的名目。……并且，法称统一了因喻，又还颠倒了他们的次序，将相当于“喻体”的一部分捉刀最前面，应用上便另有其意义。从这样的格式里，可以见出每一个“因”都是成功普遍定理的性质，才用来作判断的依据，而比量思维是从一般认识应用到个别事例上面的演绎方式，也随着明明白白地表示出来。
 
言下之意，“为他比量”的推同模式是从“因”到“宗”或已知推未知，甚至是从普遍推知个别：
因：因为它有烟像厨房，但不像湖（没有烟）。

宗：此山（有烟，因）有火

换句话说，“为他比量”的推理模式和班顿从“喻体”推同到“意体”的模式非常接近了，因为彼此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宗”或“意体”，是从已知类推到未知。班顿推理和法称“为他比量”的相似，可进一步参下例：
Jikalau tidak kerana bintang  要不是为了星星
Masakan bulan terbit tinggi? 月亮为舍升得高？
Jikalau tidak kerana abang, 要不是为了我的郎，
Masakan sahaya dating ke mari? 我为舍不怕路迢迢？

按上引，“喻体”是被当作已知的（为某一目的而有另一相关行为），而要从中类推出来的是未知的“意体”，也就是“内心所要说的话”（为当前目的而有眼前之行为），和法称“为他比量”从“因”推同到“宗”的过程是一样的。照本文来看，如果班顿的“喻体”、“意体”构造确有其梵语文明的成因与背景，首当其选者应当是义净在七世纪末就引介给佛逝社会的因明大师法称的“为他比量”此一推理模式。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班顿能够逐渐形成这样的“喻体”、“意体”构造的诗体特征或特点，背后必有其学理性的支撑原因，否则就会如哈伦·玛·匹雅所发现的第二、三类前后毫无或未有显著联系的例子。也只有在诸如法称“为他比量”从已知推未知的理论模式引导下，班顿从“喻体”推同到“意体”才有其理论依据和必然性，进而成为体裁上的显著特征或特点。这也是说，如果在法称传入之后，佛逝社会逐渐在其因明学的“为他比量”说法影响下，形成前后“喻体”、“意体”具有必然联系的第一类班顿特点，也是一个可以想象的历史发展结果。
        然而，上述推析始终是一个可以成立但属于可被“证伪”的命题，因为我们缺乏法称因明学形塑了班顿上述特点的历史过程和文本证据。众所周知，法称的著作不但在佛逝社会且在汉传之地也并未获得到关注和讲习，是迟至十一世纪末才在藏地被译出且成为今日藏传因明学的根基。
 相较之下，佛逝社会的没有，和汉传世界的没有，还有个显著差别：前者是既没有证据可证明法称著作曾在此流传过，但也同时没有否证的空间；后者却是在今日大正藏的资料比对下，足以证明流传的是陈那因明之学，而非法称。一个类似的其它例子是：佛逝社会乃至今日马来社会并没有四《吠陀》文集的存在，这是否可以否证后者曾经在历史上有过流传呢？按2006年才公诸于世的前伊斯兰时期最后一部马来语文本《政体集要》（Nitisarasamuccaya，此前被误置为Kitab Undang-Undang Tanjung Tanah之名），为我们留下了十四世纪的刑法证据，内有一则律例如下：
原文：Barang ma[ng]uba[h] pancawida, didanda lima tahil sapaha.
译文：凡窜改五《吠陀》经文者，将惩罚（……下略）。

按五《吠陀》指四《吠陀》和《摩诃婆罗多》五部文集，足示它在十四世纪的马来社会必有所流通，否则国家没有必要借此一律例来保障它的纯圣性。如果连为法律所保障的五《吠陀》文集最终都没有保存下来（按《摩诃婆罗多》一部后从印尼爪哇语版本转写成马来语重新传入），法称的因明著作（如果曾经流传过）也遭遇同一命运而不见于今日，是否就能直接否证它曾经存在且影响过马来社会的依据呢？
        实际的情形是，自法称在七世纪末被义净引介入佛逝社会以来，到1371年《机智鹦鹉传》首部马来语文本出现班顿以前的这一段七百年期间，我们严缺文献证据，对法称乃至与班顿的形成史联系一无所知。尽管如此，马来语乃至马来传统迄今仍保有若干可与法称因明学相联系的有利线索和证据，如下所示：
词汇层面：宗paksa、因hetu, linga, sadhana 

推理层面：为他比量—“班顿”文体

功能层面：因明—umpama、seperti或laksana
按以上法称因明用词，单是宗、因二支在今日马来语还是日用梵语借词paksa/paksi和lingga（当然还有其他因明相关词汇如periksa、jati、kata、sabda、budi、pada等），从这些名词组成“为他比量”的推理类型来说则有一从“喻体”到“意体”的同构推理的班顿文体，而包括“为他比量”在内是属于因明的表现也被诠释成umpama、seperti或laksana的思考模式。从上述线索和联系来看，在上提七百年间的佛逝和马来社会因明理当有所发展，证实它和法称因明二支作法有关固然不易，但要证伪也同时面对这些线索何以会出现和存在而显得不易。
结语：班顿作为佛教因明的马来化文体
        综上所述，汉传佛教文献对当前马来班顿起源与文体特征的研究意义，大致就是可以溯源到公元七世纪末，一方面是释迦称《手杖论》的四句颂，另一方面是法称“为他比量”因明的二支作法。同理，班顿与伊斯兰的可能联系，因为有足够的文本证据而得以排除在外，但是与此前的印度或梵语文明的可能联系则也因文献不足征而举证不易。从汉传佛教所保存的马来佛教文献来看，班顿的四行诗是可以溯源到七世纪释迦称《手杖论》的四句颂（梵语为gatha，但不如后来sloka或马来化借词seloka体裁盛行），其中“喻体”、“意体”的文体构造的学理依据也可与法称因明二支作法相比附，这些就是本文所说可证伪命题的具体含义。
        话说回来，汉传佛教文献虽有如上凭据与线索之功，却也无法提供更强意义的可证实性命题与作用。就班顿作为马来语古典诗体之一来说，它的三大诗体特点除了（一）四行诗体、（二）“喻体”、“意体”构造体之外，另一就是（三）隔行押韵体。简单地说，班顿的艺术美还有其隔行押韵的格律要求，即所谓的“abab”或第一、三行的最后词汇都押同一个音节，第二、四行也押上与一、三行不同的另一音节，这些都是义净如上释迦称《手杖论》四句颂中译所体现不出来的，甚至原梵语的gatha格律也没有此一“abab”的表现与要求。
 这也是说，上述汉传佛教文献提不出这一音韵方面的证据要求，所以无法供给班顿此一方面的溯源需要，连带的它的证据也只是局部的，从而是一有联系但也可被证伪的命题与价值。
        综合上述汉传佛教文献证据与马来语自身的班顿传统来看，本文不无怀疑后者可能是法称因明二支作法的历史消化之文体表现。一方面是马来语存在着众多因明相关梵语词汇，与班顿此一文体的“umpama、seperti或laksana”功能的梵语说明，足示班顿如果是地道的“马来原始诗体”，也必然是深受梵语相关诗体影响与启发的结果；另一方面，汉传佛教文献也足以阐明班顿所深受梵语文明相关影响者，应是（一）四行诗体和（二）“喻体”、“意体”构造体此二种特点上，隔行押韵体或另有来源。言下之意，从七世纪末以来释迦称《手杖论》或佛教的四句颂、法称因明二支作法以及“abab”的隔行押韵这三股潜流，最后在某一时期发生了三合一的历史汇流作用，从而出现马来语化的班顿新文体，乃至有1371年《机智鹦鹉传》作为首部载有班顿诗例的成文作品出现。
萨迦1941年（兼公元2019年）7月5日初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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